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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出为个体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全面回顾以往研究成果，本文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影响因素与影响效应进行了归纳概括，并对中国情境下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以期能对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创新行为；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 C936；F272.92   文献标识码: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

GUO Yungui1, Zhang Lihua1, Liu Rui1，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 Department of Personnel,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The putting forward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individuals’ innovation behavior. On the base of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former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ed up the measurement,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and provide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of creative self-efficacy based on Chinese context, in order to inspire the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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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经济浪潮席卷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的背景下，企业只有依靠科技和创新的力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同时，教育学和心理学认为，创造潜质是一般人的本质特点[1]。也就是说，创新并非企业研发人员的专利，普通员工也可以成为创新行为的实施者。因此，如何激发员工创造潜质和创新行为就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创新不仅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打破常规，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因此，是否具备强烈的信念支撑去应对创新过程中的困难和挫折将直接影响到创新行为的效果。创新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是Tierney和Farmer[2]提出的反映个体在创新活动中效能信念的一个新概念，它为个体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创新自我效能感概念提出之后，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近几年来，管理领域有关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成果数量呈迅猛增长之势。学者们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及其与前因变量、后果变量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研究旨在全面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前因、后果、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进行系统归纳概括，并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测量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Tierney和Farmer[2]在Bandura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和Amabile的创造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指“个体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信念”。这一定义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3]。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则特指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取得创新成果的信念。在测量方面，学者们大都将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单维结构来测量。在量表开发方面则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根据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内涵开发全新的测量量表，二是通过修订一般自我效能感测量量表或创造性测量量表来测量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1.1 全新开发的测量量表
在提出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一概念的同时，Tierney和Farmer[2]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编制了量表初稿，并通过对两个样本数据的分析，最终开发了一个3个题项的量表。示例题项如“我觉得自己擅长产生新颖的想法”。在两个样本数据中，其α系数分别为0.83和0.87。该量表主要关注员工在工作中应用创新方法、方式的程度，而不太关注取得创新成果的信念[4]。
Karwowski等[5]开发的SSCS量表包括11个题项，其中6个题项用于测量创新自我效能感，5个题项用于测量创造力人格同一性（Creative Personal Identity）。其中，用于测量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示例题项如“我认为我能有效地解决即使是复杂的问题”。在Karwowski等[6]的一项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1.2 修订得到的测量量表
Carmeli和Schaubroeck[7]将Chen等开发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应用于创新领域，通过修改其措辞来测量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该量表共8个题项，示例题项如“与他人相比，我能创新地完成大部分工作任务”。在Carmeli和Schaubroeck的研究中，其α系数为0.92。该量表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个体在创新活动中对自身能力的信念[4]。
Malik等[8]则修订Schwarzer开发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的部分题项，用来测量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Schwarzer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有10个题项，Malik等从中筛选出5个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量表α系数为0.75。示例题项如“当我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通常能找到若干种新颖、独特的解决方法”。
Yang和Cheng[9]对Zhou等的创新性量表进行修订，用来测量信息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修订后的量表共13个题项，示例题项如“相信自己能够提出新颖的实现目的或目标的建议”。在Yang和Cheng的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4。
2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大致可概括为组织因素、领导因素、工作相关因素、员工个人因素等四个方面。
2.1 组织因素
目前考察组织因素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作用的文献很少，仅有的几项研究主要考察了组织创新氛围、组织文化以及差错管理文化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顾远东和彭纪生[4]对南京、苏州两地高新技术企业的478名员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效应。杨晶照等[10]对497套主管与员工配对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高聚合文化类型下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水平最高，其次是中庸型和市场导向型，水平最低的是层级文化类型。杜鹏程等[11]以安徽省内43家企业的531名员工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差错管理文化能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
2.2 领导因素
考察领导因素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多，目前学者们主要考察了家长式领导、变革型领导、愿景领导、辱虐型领导、主管支持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王双龙[12]对来自31 家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及金融服务等领域企业的461套主管与员工配对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家长式领导中的仁慈领导与威权领导分别正向和负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Wang等[13]对来自台湾14家国际观光旅馆的395名员工及其主管的配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主管的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能中介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工作复杂性能够调节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与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关系。Tierney和Farmer[2]以美国一家大型消费品公司制造部门的536名员工（绝大部分为蓝领工人）以及一家高科技公司业务部门的138名白领员工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主管支持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Mathisen和Ellen[14]对一家制造公司240名员工的调查结果显示，领导-成员交换以及领导-成员交换与工作自主性的交互作用均对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Chong和Ma[15]以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在职学生及惠灵顿地区多家企业的员工共123名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支持及非控制型监管风格与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正相关。
2.3 工作相关因素
在工作相关因素方面，以往研究主要考察了工作复杂性、工作自主性、任务特征以及团队的创新支持等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Tierney和Farmer[2]的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复杂性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工作任期正向调节工作复杂性与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关系。Mathisen和Ellen[14]研究发现，任务对创新思维的要求、工作自主性、团队的创新支持均对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工作自主性与感知到的团队支持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组织任期能调节团队的创新支持与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Chong和Ma[15]的研究结果表明，拥有管理职位的个体其创新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非管理职位的个体。
2.4 员工个人因素
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员工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大五人格、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工作任期、教育水平、工作自我效能感、创新角色认同等。Karwowski等[6]对来自明略行波兰研究公司在线样本库的2674名波兰人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经验的开放性、外向性、责任心与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正相关，神经质、随和性与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负相关。Chong和Ma[15]研究发现，多元性倾向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正相关，个人主义文化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不情愿与他人分享信息、一成不变的做事方式与个体的创新自我效能感负相关。Yang和Cheng[9]以一家公司产品部门的94名软件开发人员（34名系统分析员、60名程序员）为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点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对软件开发人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负向影响，特定领域的IT技能对系统分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响。Tierney和Farmer[2]研究发现，工作任期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消极影响，教育水平、工作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影响。Tierney和Farmer[16]对美国145名员工及其主管的纵向配对数据（间隔6个月）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创新角色认同及其感知到的来自主管的创新期望与创新自我效能感正相关。
3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效应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自我效能感理论在创造性领域的具体应用，因此，目前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效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创造性领域，如创新行为、创造力、创造性绩效等。
3.1 员工创新行为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积极作用得到实证研究的普遍支持[4][12][17][18][19]。在作用机制方面，顾远东和彭纪生[20]以478名企业员工为样本的研究结果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积极作用，成就动机和工作卷入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孙彦玲等[21]对来自75个工作团队的334名员工的调查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通过知识共享的完全中介作用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工作单位结构则调节创新自我效能感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Michael等[22]对台湾一家纤体美容公司的120名女性员工的纵向研究（间隔约5个月）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而乐观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3.2 员工创造力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造力的积极作用也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2][11][13][16][23]。在作用机制方面，周浩和龙立荣[23]对来自四川、重庆、广东、湖南12 家企业的286套上级与下属配对数据的分析表明，内在动机在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Jaussi和Randel[24]以来自美国八个不同行业组织的368名员工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与突破性创造力正相关，外部信息搜索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Richter等[25]对一家跨国公司分布于4个国家的34个研发团队的176名员工的调查研究显示，团队信息资源正向调节创新自我效能感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
3.3 员工绩效
已有研究表明，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其创新绩效和关联绩效。Tierney和Farmer[26]对美国一家公司研发部门的140名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员工创新绩效正相关。贾玉立[27]对来自安徽省的261名企业研发人员进行实证研究显示，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其关联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作用，组织支持感在其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4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与调节效应
在考察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同时，很多学者还分析了创新自我效能感在一些变量关系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对一些变量关系的调节效应。
4.1 中介效应
已往研究发现，创新自我效能感能中介一些变量与员工创新领域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大致可以概括为四大类，如表1所示。
表1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自变量类别
	中介的关系
	中介类型
	作者

	组织因素
	组织文化与员工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杨晶照等[10]

	
	组织差错管理文化与员工创造力
	部分中介
	杜鹏程[11]

	
	个体感知到的差错反感文化与员工工作嵌入感、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杜鹏程等[18]

	
	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顾远东和彭纪生[4]；
李珲和丁刚[19]

	领导行为
	威权领导、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王双龙[12]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
	完全中介
	Gong等[28]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
	部分中介
	Mittal和Dhar[29]

	
	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创造力
	完全中介
	王永跃和叶佳佳[30]

	
	支持型管理与知识型员工创造力
	完全中介
	洪雁和王端旭[31]

	
	领导政治技能与员工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唐乐等[32]

	工作相关因素
	任务复杂性与知识型员工创造力
	完全中介
	洪雁和王端旭[32]

	员工个人因素
	员工创造性角色认同与其创造力
	完全中介
	Wang等[13]

	
	员工创造力期望与其创造性绩效
	完全中介
	Tierney和Farmer[26]

	
	员工学习导向与其创造力
	完全中介
	Gong等[28]

	
	员工政治技能与其创新行为
	完全中介
	唐乐等[32]

	
	员工未来工作自我与其创造力
	部分中介
	邱瓅瑶[33]

	
	员工情感信任与其创新行为
	部分中介
	李宏利和李晓佳[34]

	
	批判性思维与员工创造力
	完全中介
	江静和杨百寅[35]


4.2 调节效应
与将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相比，将其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最近几年，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
	调节的关系
	调节类型
	作者

	员工创造力期望与其创造性工作投入
	正向调节
	Carmeli和Schaubroeck[7]

	组织对创造性的外部奖励与员工创造性绩效
	正向调节
	Malik等[8]

	工作不安全感与员工创新能力
	负向调节
	周浩和龙立荣[23]

	创新氛围与员工创造力
	正向调节
	Jaiswal和Dhar[36]

	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负向调节
	曲如杰和康海琴[37]

	组织匹配、组织牺牲与知识员工创造力
	正向调节
	顾建平和王磊[38]

	绩效薪酬与利用式创新行为
	正向调节
	顾建平和王相云[39]


5 研究展望
在国家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激发员工的创新潜能已经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出为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它对员工创新行为和创造力的积极影响效应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普遍支持。但是，目前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3]，对其影响因素的考察仍不够全面系统，在高层次变量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方面仍显不足，而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提升的研究更是严重匮乏。对我国学者来说，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拓展和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首先，开发本土化测量工具。目前，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Tierney和Farmer[2]开发的量表，其次为Carmeli和Schaubroeck[7]的量表。但是，在西方文化或中东文化情境下开发出来的测量量表，对中国员工来说可能并非完全适合。直接采用或简单修订其他文化情境下开发的量表，也难以保证其内容效度。因此，未来研究应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索中国组织情境下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结构，并编制本土化的测量工具。
其次，考察高层次变量对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在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对个体层次变量的关注较多，对组织与团队层次变量的关注较少。因此，未来研究仍更多地关注高层次变量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跨层次影响作用。比如，创新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系统作为一种由有利于实现组织创新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所组成的系统[40]，它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有何影响？在中国情境下，包容性领导中的“容”更多的是“容不同”和“容错误”[41]。那么，如果领导者能够对员工在创新活动中的不同观点乃至失误充分包容，会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吗？类似高层次变量对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都值得未来研究深入考察。
最后，关注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在个体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方面，Mathisen和Bronnick[42]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开发了一套训练课程，并以挪威195名本科三年级学生和市政雇员（护士、建造师和教师）为被试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与训练前相比，被试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得到明显提升。Byrge和Tang[43]则对来自丹麦、罗马尼亚等国家的180名学生实施具身训练计划，训练计划结束一个月后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学生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得到显著提升。但目前国内尚无探索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实证研究成果。因此，未来应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中国情境下各种训练项目对提升员工创新自我效能感的效应，进而设计出一套适合中国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提升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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